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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家庭照料正逐渐演变为一种稀缺性资源,照料经济学从解释如何利用照料这一稀缺

资源满足多样化的照料需要出发,对如何创造、选择和分配新的照料资源进行了研究。其围绕着照

料服务提供者、政府和照料市场组织等三个主体开展,相应演化为照料行为经济学、照料公共经济

学和照料产业经济学分支。照料经济学的发展演变所带来的启示是:照料活动具有重要的经济价

值,而照料决策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动态过程;政府介入照料活动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可视为一

种潜在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投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与要素流动,照料经济产业化发展

成为可能。尽管当前国外照料经济发展受到了定价困难、公共政策推行不畅、鲍莫尔“成本病”等因

素的制约,但仍能对我国照料经济的研究和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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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活动是构成家庭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础性活动,也是实现家庭再生产、社会再生

产以及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重要途径。照料是由家庭执行的重要活动之一,但是其重要性体现在为家

庭成员以及整个社会在执行这项活动。从微观上看,照料活动构成了家庭生存、繁衍、更替的基础,
无论是对婴幼儿的照顾培育,还是对年迈老人的侍奉赡养,都体现了作为消费品的照料活动在个体

与家庭生存发展中的价值与功能。从宏观上看,社会是由无数个体及其家庭所构成的,无论是家庭

内部的私人照料活动,还是具有公共投资属性的社会化照料活动,都因显著增进了个体的经济福利、
人力资本而具有正外部性,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并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与可靠的劳动力。因此,
对照料活动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

作为学术概念的照料经济学(careeconomics)又被称为照顾经济学或关怀经济学,是用经济学

的分析范式研究家庭、市场以及政府行为中照料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以及上述领域中的照料服

务如何实现最优化配置以满足社会群体的需求。照料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人们如何利用照料活

动这一稀缺资源满足其多种需要,以及如何去创造和分配新的照料资源。伴随着家庭经济学、劳动

经济学、女性经济学、时间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更加精细化,有关照料服务的话题开始

进入经济学视野,相应的公共政策议程逐渐出现。事实上,照料经济学的内涵与概念具有阶段性特

征。在照料经济学发展的起始阶段,女性经济学家基于对主流经济学忽略女性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

批判,以及探讨女性在市场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的时间配置,所理解与定义的照料经济更多的是一

种家庭中女性的照料活动是否有经济价值以及采用怎样的方式加以确认、衡量。虽在内涵与外延上

未跳出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奠定了照料成为商品以及实现市场化供给的基础。
随着家庭与社会中的照料资源稀缺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出现并引起政府介入照料活动的社会化供

给,以及照料生产组织形成、照料活动成为一种职业、照料服务形成商品,照料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开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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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政府提供照料服务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具体内容,以及照料服务如何实现产业化展开。此时,照料经

济具有了现代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照料经济学成为研究照料资源如何最优化配置以满足社会需求的

现代经济学。再后来,更为激进的观点和定义认为照料经济学是支持和促进人类基本需求满足、人力

资本提升与福祉增进的活动总和,认为传统经济理论和实践排除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照料与关怀”
议题,既忽视了人类生存需求的最基本事实,也不符合后工业经济时期将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生产要

素的做法①。作为一项研究领域,无论是存在于家庭内部还是公共政策中的照料活动,其所具有的经济

价值已被当今学界所广泛认知。学者们就照料活动的经济价值、照料服务的供给方式、照料公共政策

的演变以及照料产业经济的发展等进行了细致而又深刻的讨论,初步形成了照料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据此,本文将从照料供给主体、政府以及照料市场组织三个角度对照料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一、照料价值与照料行为经济

有关照料的早期研究集中在家庭内部无酬的、非正式的以及性别化的照顾活动(Becker,1965),
以至于幼儿、老年人、残障者等的照顾需求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事情,与公共政策无关。随着工业

化、商品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家庭照料活动以及照料服务提供者(通常是女性)的劳动价值和经

济价值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不仅由于女权主义者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极大推动,而且由于经济结构

变迁、就业形式多元化对女性劳动力的吸纳甚至是需求增加,还在于照料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对女性

家庭角色的解放(Folbre&Nelson,2000)。尽管照料服务的供给主体正逐渐从单一的家庭向国家、
市场和家庭多方的转变,但理解照料服务的经济价值、照料行为决策(家庭或个体)的形成机制及其

性别分工,仍然能够为我们理解照料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提供重要线索。
(一)照料活动的经济价值及计量方式

1.照料活动经济价值的确认。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以及经济理论中,照料和家庭再生产这两个

紧密联系的概念被认为是女性的“天然责任”,是家庭内部或女性的私人事务。并且,这一定位也内

嵌于社会对“好母亲”的道德准则中。在这种情况下,照料活动的经济价值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和

支持,其效用更多体现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即实现了家庭与人口的再生产或为其提供

了支持(Addabboetal,2010)。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家庭领域的延伸,新家庭经济学理

论开始出现,该理论试图将“家庭如何通过理性的抉择达到福利最大化”这一理论框架运用到家庭经

济生活的分析中,在推动照料活动经济价值的确认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新家庭经济学利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家庭不仅仅是消费单位还是生产单位的原因。通过照

料劳动提高被照料者(孩子、老人等)的福利是家庭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了家庭成员以及人

类自身生存繁衍的必要条件(Becker,1965)。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尝试构建了一

个“家庭生产模型”(也称家庭时间配置模型)。该模型假定一个家庭仅由丈夫和妻子组成,夫妻双方

的行为都是利他的,丈夫在市场上的效率及工资水平高于妻子,而在家庭领域的生产效率低于妻子。
家庭生产商品总量可以表示为个体照料服务与市场劳动时间投入的函数。在此模型中,为了达到时

间资源的最优配置,丈夫需要权衡市场工作时间的边际产出和家庭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而妻子会

把全部时间分配到家庭,因为其在家庭部门的边际产出大于其在市场部门的边际产出,家务劳动的

专业化以及家庭内商品的交换会让妻子在家庭生产方面更富有效率②。因此,妻子比丈夫投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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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理安·艾斯勒在《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2008)一书中提到,在日益增多的个人、家庭、社会等问题

背后藏着一个共同的决定性要素———缺乏关怀,现存的经济模式奇怪地忽视了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事实:首先是关怀

和给予关怀对所有经济活动的极大重要性。除非更加重视关怀和给予关怀,指望非关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发生变化是不

现实的。在本书中,她倡导建立使人类需求和能力得到培育、关注“高质量人力资本”所需关怀并给予关怀的经济模式。
贝克尔的新古典一元家庭模型存在明显的瑕疵,现实情况中,不同家庭成员具有不同的个人效用函数,这与该模

型的基本假设相左。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家庭内部资源配置的非一致同意模型(Manser&Brown,1980)和集体

模型(Browningetal,1994)。当然,也有学者对上述两个模型的适用性从情感与道德的角度提出了批判(Kabber,2001)。



的精力和时间从事家庭照料劳动更为划算(贝克尔,2005)。
尽管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并未直接指出女性在家庭生产中所提供照料的经济价值,但仍然可以依

据以下两点对照料的经济价值做出推断:其一,个体的时间和人力资本都是稀缺性资源,当妻子将这

些资源投入到家庭部门时,必然会失去将它们投入到市场部门的机会及收益。其二,家庭内由妻子

所提供的照料活动为其他家庭成员(丈夫、未退休的父母、成长的儿童等)的劳动生产创造了条件,实
际上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照料活动有典型的使用价值、市场交换价值以及可供持续消

费剩余价值的属性,本质上属于非商品交换的劳动,不能因为家庭照料未进入市场的定价或交换环

节而否认其经济价值。

2.照料活动经济价值的计量。在家庭中由妻子所提供的照料服务虽然没有在市场上进行定价

或出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服务没有价值。无论是在当前争议较大的家务劳动是否具有国民经济

价值、是否应该被列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是在婚姻家庭破裂后作为家庭照料主要提供者的妻子

所提出的经济补偿是否合理、乃至于怎么补偿等,合理计量照料活动的经济价值都十分有必要。目

前学界关于照料活动经济价值的计量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替代商品法(proxygoodmethod)。该方法也称为市场成本替代法,认为确定家庭照料经济

价值的主要方法是为家庭照料在市场中找到与之相近或可以替代的商品来衡量其经济价值,即如果

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照料服务需要花费多少钱。一般而言,替代商品法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业

替代法”,该方法假定各种照料服务是由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员分别提供,利用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分

别作为不同照料劳动的替代成本,乘以各项照料劳动的时间然后加总(VanDenBergetal,2006)。
另一种是“综合替代法”,该方法假定全部照料服务由一位专业服务人员提供,用该人员的平均工资

率来替代全部照料服务的工资率,并乘以其劳动时间,得到家庭无酬照料的经济价值(Pateletal,

2004)。基于上述测算方法,Arnoetal(1999)通过测算美国1997年家庭照料者数量、周平均照料时

间以及工资率,得出1997年美国家庭照料的经济价值约为1960亿美元。而到2007年和2011年,
美国由家庭所提供的照料经济价值已分别达到3750亿美元和4700亿美元(Feinbergetal,2011)。

但客观而言,替代商品法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专业照料服务与家庭无酬照料服务在生产率

上不是线性对等关系,对于不同的照料服务而言,专业服务人员的照料生产率可能会低于或者高于

家庭照料提供者,这就会导致家庭无酬照料劳动的经济价值被高估或者低估。其次,替代价值或照

料替代服务的价格应该选择政府所提供的照料服务的价格作为参考,还是选择市场部门提供的照料

服务的价格作为参考? 由于二者的差异较大,势必会带来估计的偏差。再次,“综合替代法”也存在

一定不足,比如,部分无酬照料是家政服务市场无法也不能提供的,那么该部分无酬照料的市场价值

就缺乏参照标准。最后,由于照料服务市场中女性劳动力居多,其工资水平本就存在一定的歧视现

象,这也会导致家庭无酬照料劳动的经济价值会被低估。
(2)机会成本法(opportunitycostsmethod)。该方法是用家庭照料者因选择从事家庭照料而放

弃获得其他经济收入(或潜在收入)的方式来衡量家庭照料经济价值。其前提假设有二:其一,时间

利用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其二,无偿劳动与有偿劳动能够完全替代。在该种计量方式下,照料的货

币价值等于照料者从事市场劳动的工资率乘以花费在家庭照料上的时间(Posnett&Jan,1996)。

Carmichael&Charles(2003)基于英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承担照料任务的女性相

比于没有承担照料任务的女性工资水平将会下降4~10个百分点。而对于每周照料时间超过10个

小时的女性而言,工资水平将会比同等条件的男性下降18个百分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于刚刚

承担起家庭照料责任而缺乏照料技能和经验的女性而言,家庭照料将会导致其年工资水平下降750
美元(Wakabayashi&Donato,2005)。Dong(2015)基于2008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TimeUse
Survey)研究发现,女性每周投入在无酬照料中的时间平均为27.3小时,利用机会成本法测得无偿

照料的全部价值达到1.8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5.9%。
“机会成本法”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第一点主要体现在不同个体的时间成本不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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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普通工人与律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工资水平差异较大,但按照机会成本方法,依据其

所提供家庭无酬照料的时间乘以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所得到的无酬照料价值则差别非常

大。当然,为了克服这一缺点,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地区平均工资来替代差异较大的个体工资

(Budlender,2008)。但客观而言,任何使用市场工资来估计家庭无酬照料价值的前提假设是:家庭

照料活动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与其性质相同并具有可比性的市场服务。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
样无形中会导致无酬照料劳动的价值被错误估计。第二点在于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个体期望工资

水平是无法获得的。尽管有研究提出可以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先估计参与市场劳动群体的总

体工资函数,再使用总体工资函数的参数值估算那些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群体的预期工资水平。但一

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不参与劳动力市场个体的无酬劳动的机会成本不是市场预期工资而是保

留工资,这些人不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原因在于她们的保留工资比预期市场工资高(Sousa-Pozaetal,

2001)。第三点在于机会成本法仅仅测量了家庭照料者放弃工作或减少劳动时间所暗含的经济损

失,而未衡量因照料所放弃的闲暇的经济价值。依据“工作—非市场时间”模型(marketwork-non-
markettimemodel),应该进一步将非市场时间细分为闲暇和家务劳动(Aguiar& Hurst,2007),但
确定闲暇部分经济价值也存在不小的难度。

(3)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条件价值法是通过调查得到被照料者对照料服

务的支付意愿(WTP,willingnesstopay),或者照料提供者对照料服务的补偿诉求(WTA,willing-
nesstoaccept)来测算家庭照料经济价值的方式。具体地,该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询问家庭照

料者提供额外一定量的(通常是一小时)照料所需要的最低补偿,或者被照料者少接受一定量的照料

服务所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钱数来测量非正式照料的经济价值。VanDenBergetal(2005)基于荷兰

的调查数据显示,照料者每提供额外一小时的照料服务所需要的最低补偿诉求在7.2~9.72欧元左

右。而Gustavssonetal(2010)对阿尔兹海默病患照料者的研究发现,如果每天减少1小时的必要照

料时间,他们每月愿意支付的金额数在美国、西班牙、英国和瑞典分别为144、121、105和59英镑。
同样,用条件价值法估计非正式照料的经济价值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在照料补偿方面,

家庭照料包含了感情、义务和爱的考量,在此情况下,家庭照料者很难就额外照料补偿问题做出正确

的判断和补充需求,或者根本不愿意提出补偿的诉求(VanDenBergetal,2005)。其次,无论是补偿

的诉求还是额外照料的支付意愿都属于一种假设,其真实情况与现实情况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最

后,由于个体的异质性,不同个体对于条件价值法的认知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条件价值法对照料服

务的支付意愿的测量可能存在不准确的情况。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的阿尔兹

海默病患者可能无法表达其支付意愿,难以了解其真实的照料需求。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比较典型的方法之外,学界对于家庭非正式照料经济价值的计量也设计出

了其他方法,如联合测量法(conjointmeasurementmethod)、健康效应价值法(valuationofhealth
effects)、福利价值法(well-beingvaluationmethod)以及主观或客观负担测量法(objectiveandsub-
jectiveburden)等方法(参见Vernooij-Dassenetal,1996;Brouweretal,2005),这些方法同样存在

可取之处以及缺点。
(二)照料决策的微观经济基础

照料方式可分为正式照料和非正式照料,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照料服务的供给主体不同,前者

是指来自企业、政府、社会团体等正式组织所提供的货币化、专业化的照料服务;而后者主要是指来

自家庭、亲属等个体的非专业化服务,在供给时间、质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对被照料者提

供何种方式的照料服务均受到家庭决策、市场化的照料服务发展状况的影响。

1.家庭决策理论及在照料决策中的应用。家庭决策理论在将扩展的家庭效用函数、家庭内部

成员行为的异质性以及家庭行为的生命周期性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的过程中走向深入和成熟。从

只考虑一位决策者偏好的“单一模型”(unitarymodel),到假设所有家庭成员的偏好一致和具备可合

并性的“集体模型”(collectivemodel),再到考虑家庭成员效用与决策异质性的“家庭联合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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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decisionmodel),以及后来的细分家庭及其成员生命周期的“家庭生命周期决策模型”(family
life-cycledecisionmodel),家庭内部照料服务的供给始终受制于“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的家庭决

策,也即家庭是在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约束下做出关于照料服务的供给决策(Apps& Rees,

1997)。这是因为,无论是使用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和人力资本生产出家庭所需的照料服务,还是使

用货币去购买专业化的照料服务,本质上都是对家庭资源的一种分配与消耗。
在一项对家庭老年人照料服务供给决策的研究中,VanHoutven& Norton(2004)通过对“健康

需求模型”进行扩展,构建了一个包含具有自利倾向的父母和利他行为的子女所组成的非合作博弈

的家庭静态模型。在该模型中,制约子女非正式照料行为选择的因素和老年人个体特征因素构成了

静态比较过程的照料效用函数,子女照料服务的供给选择、自身收入水平及其自身健康状况是老年

人照料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决定性条件。Bolinetal(2007)对欧洲10国的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居住

方式以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等因素都会对家庭照料决策产生影响,家庭对于非正式照料与正式照料

的选择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动态过程。家庭照料时间每增加10%,将会导致老年人使用正式照料的

概率下降0.6%,家庭的非正式照料与市场的正式照料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替代关系。

2.照料决策中的代际经济关系。从家庭集体决策中代际互动的角度看,照料服务所具有的成

本将会引致家庭照料决策与照料模式发生变化。有研究指出,家庭规模缩小、普遍就业模式加剧了

家庭照料服务在时间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双重短缺”(Lewisetal,2008)。在家庭照料决策中,受制于

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约束,子女可能会选择减少对父母的照料供给而增加对父母的经济赠予,以使其

能购买到市场化的照料服务,而自己也能够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Liuetal,2017)。
由于多数老人仍旧倾向于接受来自子女和家庭的照料,如何促使家庭尤其是子女提供稳定可靠的照

料服务是老年人参与家庭决策时的重要考量。
一些学者提出了家庭照料决策中的“策略性财产遗赠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该理论认为老

年人的实际照料需求往往与子女所愿意提供的照料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老年人会通过

对自身金钱、房屋、有价证券等资源的支配来影响子女的照料供给行为(Perozek,1998)。同时,从家

庭成员之间效用与决策异质性的角度考虑,家庭照料服务的供给还取决于照料需求方在家庭决策中

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因素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古典家庭理论在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方面

的缺陷。如果老年人在家中经济地位越高、可支配的资源越多,其在家庭决策中的议价能力就越强,
所能得到的由子女或家庭提供的照料服务就越多(Pezzinetal,2009)。

3.经济因素在阐释照料决策中的局限性。必须要承认的是,并非所有的家庭照料活动都能够

在市场中找到替代品,也并非所有的家庭都愿意这样做。例如有研究表明,母亲在儿童早期(3岁及

以下)的成长发育和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父母是孩子最初始也是最关键的社会化老

师,构成了后来的同伴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家庭给婴幼儿所提供的亲密、周全与充满爱的照

料是任何社会机构和其他照料者所不能替代的(Saraceno,2011)。这一观点强调与巩固了家庭与母

亲照料在儿童的抚养照顾以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地位。尽管婴幼儿照料社会服务呈现出多样化、专业

化与个性化的发展趋势,但当母亲的需求和孩子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她们往往会牺牲自己的需求。
比如,多数母亲仍承受着失业、降职、降薪等的压力来照料婴幼儿以确保其得到最好的照料服务

(Gash,2009)。来自OECD国家的数据显示,拥有3岁及以下孩子的女性就业率普遍低于拥有其他

年龄段孩子的母亲,低出的水平大约在13%~20%左右(OECD,2014)。
(三)照料活动的性别分工

1.照料活动性别化的表现。照料活动历来都是一件非常性别化的实践,无论是在性别意识迷

蒙的过去,抑或是社会性别区隔不断缩小的现在,女性都是照料活动的主要实践者。甚至近来的一

些研究发现,随着公私领域的分离以及照料向家庭领域的回归,作为成年夫妻家务劳动重要补充的

儿童家庭劳务活动也呈现出性别化的分工,女童比男童在家务劳动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Hu,

2018)。通过在家庭分析中引入“剥削和阶级”的概念,吉布森·格雷汉姆(2002)分析了家庭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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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的创造、占有和剥削情况。他认为,通常情况下家庭领域的剥削并未被清晰地认知以及成

为一个社会概念,事实上它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家庭之中。比如,相对于单身母亲而言,有配偶或生活

在完整家庭结构中的母亲,需要创造出更多的家庭剩余价值才能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其中的主

要方面就包括丈夫对妻子剩余劳动的消费占有,因为妻子不单单是承担了她应尽的义务,而且为家

庭成员的共同生存与生活付出了更多体力和精神努力。
尽管工业社会以来,资本、劳工政策以及福利体制所塑造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正

在被女权主义运动、女性就业率和收入增加等因素所逐渐消解,但在家庭照料分工这一领域内,照顾

责任女性化的事实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即使在福利水平很高

的国家,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仍不及女性的1/2(Sullivanetal,2018)。并且相当一部分学者指出,
女性的劳作模式从过去单一的“家庭劳动”转变为“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兼顾的模式

(Fahlén,2016)。来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在照料家庭成员活动中每周投入的平均时

间为4小时47分钟,而男性所投入的平均时间仅为2小时左右。就其26个成员国而言,韩国每周

在家庭照料中投入时间的性别差异最大(女性为5小时36分钟,而男性为1小时10分钟),且所有

成员国男性每天所投入的家庭照料时间均远低于女性①。

2.照料活动性别化的理论解释。如何理解家庭照料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差异? 已有研究从“性
别意识理论”“相对资源理论”“时间可及性理论”等角度进行了解释,并从实证角度进行了验证。其

中,“性别意识理论”也被称为“性别认同理论”或“性别角色理论”。该理论认为家庭中家务劳动的分

配是依照社会性别规范、社会性别实践中对男女性别角色的期待,以及夫妻双方在社会化过程中所

习得与接受的性别价值观进行的(Bertrand,2015)。比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所塑造的男女性别实

践模式为“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规范中“男性气质”体现为从工作中争取更多的家庭经济资源,“女
性气质”体现为操持家务与育幼扶老等照料活动。而“相对资源理论”假定家务劳动是缺乏直接回报

且烦琐、无趣的,夫妻双方对家务劳动均持一种回避的态度,家务劳动的分配是基于夫妻双方相对资

源的多寡及在此基础上博弈的结果(Baxter& Hewitt,2013)。很显然,夫妻双方谁去从事家务照料

劳动取决于其拥有相对资源的多寡、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拥有议价能力的高低。在

这一点上,女性所拥有的相对经济资源及议价能力明显低于男性(Aassveetal,2014)。“时间可及性

理论”则认为家庭照料劳动是根据夫妻双方时间可用性而进行的理性分配,其假定家庭收益最大化

的实现必须考虑家庭成员的比较优势和时间配置的专业化。由于男性较女性在市场部门更有效率

而女性较男性在家庭部门更擅长,最大化家庭收益的安排即是男性把时间全部或更多地投入到市场

中,而女性把时间更多地分配在家庭的再生产中(Burdaetal,2013)。
但需要明确的是,上述任一理论视角在解释家庭照料实践性别差异中都存在其合理性与局限

性。比如,“性别意识理论”无法解释在性别差距更小、性别意识更加平等的情况下女性家庭照料时

间仍远高于男性的事实;而面对女性工资水平、教育程度高于男性但仍会主动或被动地承担主要家

庭照料活动的事实,“相对资源理论”和“时间可及性理论”的确也陷入“失灵”。这充分表明:任何一

种理论都无法对家庭照料实践的性别化差异进行完全阐释,也无法排斥和否定其他理论在解释家庭

照料实践方面的合理性。这决定了照料实践性别差异的正确诠释需要更加综合与全面的理论视角。

二、政府与照料公共经济

随着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动、女性教育水平与就业率的提升以及照料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诉求

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照料供给多方主体的框架分析照料资源在各部门间的互动关系。至

此,照料不再单单被认为是女性抑或是家庭的责任,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也应成为照料服务的责任

主体,尤其是,将照料纳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和具体的政策设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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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介入照料供给的必要性

随着家庭照料功能的下降和家庭照料赤字的日益显现,西方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必须对家庭照

料行为进行介入,否则将会侵蚀整个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一系列研究从“照料活动公共物品

属性和正外部性”“家庭功能失灵”“性别平等”等不同视角解释了政府介入照料服务供给的必要性。

1.照料活动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正外部性。界定照料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其所具有的正外部

性可能是决定政府介入照料服务供给的最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市场往往会在公共物品以及具有正

外部性产品的生产与提供上陷入失灵。以儿童照料为例,儿童的公共物品属性已得到了许多研究的

认可。儿童不仅是可为父母提供劳务、情感和经济支持的私人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也是能被整个

社会共同消费的公共产品(Folbre,1994;Steurer,2009)。Folbre(1994)认为儿童的“非竞争性”和“非
排他性”非常明显,儿童是社会潜在的劳动力和纳税人口,养育儿童的父母并不能排除其他未养育子

女的父母享受这些社会成果,包括成长为劳动力后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现收现

付制的社会保障待遇等。所有老人都会享受到成长为劳动力的儿童所提供的资源,但并非所有的父

母都会在未来的劳动力和纳税者———儿童的成长中花费精力。这间接表明对儿童照料的家庭回报

率往往低于社会回报率,因此,家庭对儿童照料的投入会低于最优的社会投入(Heckman&Carnei-
ro,2003)。

正外部性是指某种物品或行为使他人受益却没有相应的成本补偿的现象。一般而言,存在外部

性的地方,市场机制通常会陷入失灵,导致资源配置与社会福利不能够达到最优化。而对于具有正

外部性的产品或服务,其提供量往往会少于社会的需求量,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政府介入

照料服务供给显然也具有正的外部性,对儿童而言,促进其健康发育和成长,可视为对未来劳动力的

投资,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而言更是如此(Lefebvre& Merrigan,2008),这会产生类似于公

共教育一样的正外部性。对于女性而言,可以促进其工作的连续性,提高其经济独立性并降低因婚

姻变故、年龄增长等对其经济状况的冲击。对于家庭而言,政府分担家庭照料责任能够降低家庭的

育儿成本,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Guest&Parr,2013)。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看,政府对老年人照料

的介入会降低老年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放松当前的消费和投资约束,进而有利于当前经济增长

(Vere,2001)。当然,政府介入老年照料也可以视为对家庭照料功能的补充或替代,因此对于消除老

年人的照料贫困有很好的作用。以上种种理论均体现了作为“社会投资”属性的政府公共照料服务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家庭功能失灵。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在一定意义上,家庭功能是否正常发挥直接

决定了家庭成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哺育与赡养是家庭最为重要的功能之

一,保障了家庭和社会的繁衍继替。从家庭功能的角度看,二战以后,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女性就

业率上升等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生育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婚姻稳定性降低、人口流动频繁

等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下,家庭的照料功能受到严峻的挑战,家庭不宜也不能够为其“依赖型成员”
提供全部的照料服务(Thévenon,2011)。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先于市场介入到家庭照料功能的完善中

去,通过就业支持、服务供给、现金补贴、带薪休假等一系列政策工具来增强或者替代家庭的照料功

能(Bettio&Plantenga,2004)。
造成照料家庭功能失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工业化及其所衍生出

的工业资本主义逻辑。首先,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抑

制了社会的生育率并型塑了核心化的家庭结构,这直接削弱了家庭照料功能发挥的人力资本基础

(Galor& Weil,1996)。而且,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低生育率有较强的“自我强化效应”,一个国家(地
区)一旦陷入“低生育陷阱”(lowfertilitytrap)①就很难摆脱出来(Lutz,2006)。其次,工业化进程对

女性就业的吸纳弱化了家庭原有的照料安排。二战以后,工业化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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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低生育陷阱”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育龄妇女(16~49岁)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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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男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差异在逐步缩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显著改善了其就业状况,甚至在男

性就业率波动下降的趋势下,女性劳动力尤其是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稳定提升(Gash,2009)。
然而,女性就业率的提升在给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改善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

地带来了“工作—家庭”冲突、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弊端,这直接阻碍了家庭照料功能的实现(Kögel,

2004)。
最后,照料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替代与弥补了家庭照料功能的缺失。Bolinetal(2007)认为,

家庭照料功能与市场化、产业化的照料服务通常呈现出一种互补或替代的关系。照料服务产业化发

展既是家庭照料功能下降的原因,也是家庭照料功能下降的结果。一方面,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对劳

动者的组织忠诚度、工作投入以及连续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劳动者的工作压力和竞争意识更加明显,
工作任务与家庭照料之间的时间冲突、压力冲突和行为冲突难以调和,家庭照料功能下降成为必然

(Kimmel&Connelly,2007)。另一方面,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优化,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衡量

一个经济体是否成熟的重要依据,作为对家庭照料功能下降的回应以及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

举措,照料服务产业化发展有了更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Dwyer,2013)。

3.性别平等促进。实现性别间的平等历来都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尽管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两性在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和政治赋权等诸多方面的差距在不断缩

小,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助推性别平等的动力存在阶段性效果并在当前呈现出疲软、逆转的态势

(WorldEconomicForum,2017)。Folbre& Himmelweit(2010)研究指出,持续探索促进性别平等

的动力机制和政策工具,并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引入各种政策议程,成为各国缩小性别差距的关键。
从性别差距的发展历程看,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是引致社会领域性别不平等

的重要基础(Yoon,2014)。因此,诸多性别促进政策的起点多是从家庭领域开始建构的。
事实上,无论是女权主义者的呼吁,还是女性生活中所客观存在的“工作—家庭”冲突、夫妻家庭

地位失衡以及婚姻稳定性下降等现实情况,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供给对于促进男女性平等都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Lewis(2001)指出,工业化早期所形成的“男性养家、女性持家”模式已经伴随着国

家经济转型、人口转变、女性就业提升而弱化,性别平等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使女性受益的狭隘取向,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构成了主动适应经济转型以及融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机制。然而,在一些

研究者看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广泛而深刻的参与实际上是增加了女性的负担,对男女平等的促

进作用并不大。这是因为家庭内部照料活动的性别分工滞后于劳动力市场领域的动态变化。女性

的责任从过去“主内”的一肩挑模式向当前“内外兼顾”双肩扛模式转变。如果政府所出台的公共政

策不能扭转女性占主导的家庭内部照料分工模式,那么其他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Lew-
is,2001;Fahlén,2016)。

(二)照料公共政策的供给内容

照料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制于政治体制、经济水平、福利观念、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照料

公共政策的内容及其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北欧国家(如瑞典、挪威等)
更强调通过“亲职假”(parentalleave)和“照料公共服务”来完善与增强照料公共政策的效果。而以

保守主义模式著称的德国、法国等的照料公共政策基础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因而其照料

公共政策的着力点放在“经济补贴”上。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英国等强调照料工作的首要责任主体

是家庭,因而其照料公共政策无论是在经济补贴还是服务支持方面的水平都比较低。但是,纵观世

界各国照料公共政策的发展,其主要内容集中在“时间政策”“照料服务”“经济支持”三个方面。

1.时间政策。照料公共政策中时间政策的重点是“亲职假”,即通过向工作群体提供带薪或不

带薪假期,使工作群体能在不失去现有工作岗位的前提下为家庭成员(婴幼儿、老人等)提供照料,除
此之外还有弹性工作时间、时间购买计划、远程办公等措施。照料假期政策的最初对象是针对儿童

设计的,主要有女性产假、父亲假和父母假,目的是为了保障儿童福利和生育率稳定。伴随着全球老

龄化趋势的加深,一些国家、企业和组织针对老年照料中子女缺位的现状,出台了子女照料父母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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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如子女护理假、带薪陪护假等(WHO,2015)。儿童照料时间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施行得益于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力倡议和推动。针对世界各国儿童早期照料中父母作用下降的事实,国际

劳工组织在1919年通过了《生育保护公约》(No.3),并在1952年(No.103)和2000年(No.183)进行

了修订①。1919年的第3号公约倡议给予受雇于工商业部门的女性职工12周的产假(产前产后各6
周),并给予一定的工资补贴。1952年的103号公约倡导给予所有女职工产假,并建议把产假延长到

14周(产前6周,产后8周),且享受全额工资待遇。2000年的183号公约进一步明确了产假期间现

金津贴的数额不得低于原先收入或是为计算津贴而加以考虑收入的2/3。
为了进一步鼓励男性尽早进入抚育婴幼儿的家庭角色以力求实现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并减轻

新生儿母亲的照料负担,20世纪70年代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典、法国和挪威)开始推行针对夫妻双方

的“父母假”,进而确认和强调了父亲在儿童照料中的责任。这一做法最终得到了欧盟的认可,并于

1996年推行了一项父母假政策,即所有雇员都可以获得至少3个月的不带薪休假。为了推动职场中

的男性申请该假期并参与到儿童早期照料中,芬兰、瑞典、丹麦进一步出台了“父亲配额”的规定,即
父母假中的一部分时间是专属于父亲的,父亲不使用该假期将会失效。英国是欧盟成员国中最后一

个推行父母假的国家,其规定新生儿的父母能休13个星期的不带薪父母假(Moss&Deven,2006)。

2.公共照料服务。公共照料服务是指政府通过提供公共照顾设施、制度化与专业化的照料服

务来满足社会成员或家庭对照料服务的需求。多数学者指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照料服务显然具有

先进性、现代性等优势,能够从更加精细化的角度补充和完善家庭照料功能、增进个体潜能以及振兴

劳动力市场(Lundqvist&Roman,2008)。政府提供公共照料服务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
也构成了经济社会转型重要推动力。当然,应当看到的是,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体制中,公
共照料服务的功能侧重有所不同,大致上有“维持基本需求”“补充家庭照料不足”和“扩展被照料者

可行能力”三种模式。具体地,当前政府所提供公共照料服务主要针对儿童、老人以及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及其照料提供者。其中,为儿童和老人提供照料成为多数国家照料政策的主要内容。针对儿童

的公共照料服务主要有公共日托服务、早期教育服务、保健服务等,针对老年人的公共照料服务主要

有上门照料、日间照护、助餐服务、康复拓展等。当然,随着照料公共服务的发展,照料公共服务的政

策对象也转向了照料提供者,如针对照料提供者的技能培训、压力与情绪疏导、喘息服务等(Molina,

2015)。
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公共照料服务的发展经历了从重视老弱病残等特殊群

体照料服务供给,到将照料视作整个社会的“(准)公共物品”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透视出西方国家

福利政策从补缺型、普惠型再到发展型的社会投资理念的基本面向。尤其是,在老弱病残等特殊群

体的照料责任公共化之后,投资于儿童以促进未来人力资本建设的儿童照料服务正在蓬勃兴起,这
一举措保证了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双重效益(Jenson&Saint-Martin,2006)。数据显示,当前大多

数OECD国家在儿童早期教育和养护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左右,丹麦、瑞典和冰岛等国

家的这一支出更是超过了GDP的2%(OECD,2016)。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构

成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因而,无论是家庭还是政府,投资于儿童照料以确保其拥有良好

的健康状况、早期发育、社会适应等,都是在为社会储蓄优质的人力资本,可视作对未来经济增长的

提前投资。然而,也正是照料儿童所存在的正外部性使得政府介入并提供优质的儿童照料成为必

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持儿童这一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Folbre,1994)。因此,儿童社会政策改革

构成了近年来欧洲社会政策改革的重要内容。

3.经济支持。相对于更加复杂和精细化的服务设计,经济支持是政府介入照料领域最常用的

政策工具,尤其是在照料服务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为家庭照料提供经济支持既可以扩展家庭在

照料选择中的可行能力,又可以繁荣照料服务市场发展。从经济支持的对象上看,在儿童照料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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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国际劳工组织官网:https://www.il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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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面,有儿童津贴、多子女奖金、家庭津贴、税收减免、儿童储蓄账户等;在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和

残疾老人照料经济支持方面,有居家护理补贴、照料服务代金券、子女照料津贴及入住政府运营的照

料机构等。在上述补贴项目中,儿童津贴、多子女奖金、居家护理补贴的发放对象分别是儿童和老

人,是对需要被照料的儿童和老人照料成本的直接补贴。家庭津贴、税收减免、儿童储蓄账户、子女

照料津贴、照料服务代金券及入住政府出资运营的照料机构则是针对“照料提供者”的补偿,属于间

接补贴。
在直接补贴方面,英国针对家庭第一个孩子的儿童津贴标准从1992年的每周9.65英镑上升到

2015年的每周20.70英镑,之后的每个孩子为每周13.7英镑。至少可以领到16周岁,之后视情况

可能继续发放到18岁甚至20岁(HMRevenue&Customs,2015)。加拿大则形成了以儿童税收津

贴和全国儿童津贴为核心的儿童照料体系,前者以税收抵免的形式向家庭提供儿童照料津贴,到

2012年该项税收抵免为18岁以下的每个孩子减少的税金高达329加元。全国儿童津贴则直接向不

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每个孩子提供不同力度的补贴,家庭每年净收入低于3万加元的家庭将获得儿

童津贴的全额,拥有6岁以下的儿童的家庭每年将获得6400加元津贴,拥有6~18岁儿童的家庭每

年将获得5400加元津贴(CanadaRevenueAgency,2018)。在间接补贴方面,以美国在2000年出台

的家庭照料者支持项目(NFSCP,NationalFamilyCaregiverSupportPlan)为例,该项目由联邦老龄

署向州和地方老龄署拨款,旨在支持和鼓励家庭照料者为老人提供照料服务,2009年联邦政府对该

项目投入的经费达到1.53亿美元(Barber,2013)。类似的照料者支持计划还有诸如澳大利亚的“国
家寄宿服务项目”、日本的“黄金计划”等。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直接补贴还是间接补贴,政府通过

经济手段对照料活动所进行的干预,最大程度体现了照料工作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暗

含了照料活动中家庭与政府的责任边界在动态调整(Daly&Lewis,2000)。
当然,对照料活动的经济支持也经常配合宏观经济、劳动力市场等政策执行。以法国为例,“鼓励

生育”构成了1985年法国“家长育儿补助”政策出台的最要目的。根据这一政策,如果父母在第三个孩

子出生后提出辞职或者缩减工作时间,政府将为其提供固定的津贴直到最小的孩子年满3周岁。然而,
在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所带来的失业率上升阶段,该政策将通过鼓励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来降低失

业率和政府失业救济金支出,成为促进就业和减少财政支出的措施。数据显示,领取家长育儿补助的

群体中有95%以上是失业和低收入的女性。1994年,法国政府将“家庭育儿补助”政策向有两个及以上

孩子的家庭开放,直接导致她们劳动参与率从1994年的70%下降到2004年的55%(Milner,2010)。
(三)照料公共政策的发展困局

为儿童、老人等群体提供照料公共产品已经成为一国福利生产与供给的重要内容,从制度发展

与变迁的角度看,照料公共政策内生于经济增长,也即照料公共政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尤其是促进

经济增长的再分配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转型而产生的,这凸显了经济增长、国民财富增加是照料公共

政策执行的前提(Ahn&Kim,2014)。但也应该看到的是,由于照料公共政策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投

入,在制度运行刚性以及政策水平刚性的作用下,由照料公共政策所产生的财政压力正在对经济增

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学界对这种影响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还是负面的阻碍作用尚无定论,但在全

球经济低迷、增长乏力以及公共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缩减包括儿童补贴、社会服务支出以及

进行福利体制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并逐渐与“侍从式主义”“交易式民主”的政治活动形成博弈,照
料公共政策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尽管多数学者如Zhang&Zhang(2004)、Manietal(2012)等指出,照料公共支出能够促进人力

资本形成,因而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公共福利体系欠发达的发展中

国家更为明显。但持相悖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包括照料服务在内的公共福利支出会对居民储蓄和物

质资本积累产生抑制作用,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Izák(2011)基于欧盟25个国家的经验研究也支持

这一观点。甚至有学者提出,包括照料公共服务与补贴、养老金支出、长期护理费用等在内的支出及

其所形成的“福利陷阱”加剧或造成了一些欧洲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经济衰退”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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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Visetal,2011)。而持中性态度的学者认为,照料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因

项目类型、国别、规模以及是否具有生产性而不同(Afonso&Jalles,2014)。针对儿童的照料公共政

策及财政投入显然具有生产性,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经济增长(Jenson&Saint-Martin,2006)。因

而,通过更加细致的计量分析厘清福利支出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将
有助于准确定位照料公共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市场与照料产业经济

市场介入照料服务供给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当个体或家庭的照料需求汇集成一定规模时,
将会推动市场组织参与到照料服务的供给中并促成照料产业的形成。更加规范化、精细化、个性化

的照料服务将会以商品的形式供给出来以满足不同主体多样化的照料需求。但在照料服务商品化

以及照料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经济结构转型、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形势以及政府引导扶持等利好

因素,也在“定价机制”“成本控制”“质量监督”等方面存在着制约照料产业发展壮大的因素。
(一)照料服务产业化的可能性

在照料服务实现社会化、专业化的供给过程中,市场主体的介入时间要晚于政府主体,这是因为

政府往往肩负着提供基础的、低水平的以及弱势群体最需要的照料服务责任(Molina,2015)。此时,
无论是需求端———消费主体对市场照料服务的需求表达,还是供给端———照料服务生产商与照料劳

动力的照料服务供给能力,都处于低水平阶段,甚至还未形成一种稳定的产业形态。而在照料服务

发展不断扩张时,具有逐利动机、创新意识以及信息优势的市场主体,在提供与满足公众不断趋于个

性化、精细化的照料服务需求上更具有优势。照料服务得以走向产业化既取决于微观家庭部门照料

生产能力的下降,又得益于宏观层面经济结构转型、政府对照料服务行业的引导等。
微观上,如前文所述,传统的照料服务通常是由家庭部门的女性无偿提供,而伴随着女性劳动力

市场参与程度以及在经济社会事务中重要性的提升,家庭部门的照料服务生产能力开始下降

(Thévenon,2011)。尤其是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男女性任何一方放弃工作而全身心投入

到家庭照料中的成本都是巨大的,照料开始从私域走向公共视野,呈现出“去家庭化”的趋势。当然,
如Feinbergetal(2011)所言,家庭所“卸去”的照料责任无论是由政府还是市场承担,都需要以付费

或公民资格的形式从第三方获得,在事实上承认了照料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这也为照料服务成为商

品而进入市场领域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宏观上,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与要素转换的过程,
伴随着经济增长动力由工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纷纷向具有更高回

报率的服务产业流动,加上政府在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形势下对照料服务行业的政策支持,照料服务

产业有了更加充足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据Dexter&Li(2012)估计,2010年英国照料护理服务

市场的价值达到140亿欧元,其中,市场部门的服务总额为99亿欧元(占71%),政府部门服务总额

为22亿欧元(占16%),志愿部门服务总额为19亿欧元(占13%)。
(二)照料服务产业化的局限性

首先,在成本控制方面。Himmelweit(2005)指出,照料活动不太可能像其他活动一样在标准

化、普遍化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化供给和规模经济,通过增加人均照顾人数来提高照料服务生产效率

的做法往往会导致照顾质量的下降。照料服务质量的保证也需要持续的时间投入,不太可能借助机

器、设备等外力来实现。由于照料服务的单位劳动成本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而生产效率提升

速度低于其他部门,导致照料经济的发展更容易受到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costdisease)①的制

约,照料服务生产厂商和消费者都将为此付出更高的成本。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成本病”会导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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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鲍莫尔“成本病”是指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不断上升的现象。其源

于鲍莫尔(Baumol,1967)所构建的一个包含停滞部门(服务业)和进步部门(制造业)的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
在该模型中,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将部分抵消工资上涨,但停滞部门由于生产率保持不变,导致进步部门每次技术

进步都会推动停滞部门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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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服务业被迫做出降低服务质量或压低工资水平的非理性决策。
其次,在定价机制方面。照料服务定价困难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方面解释。从供给方的

角度看,受到其他行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持续上涨的影响,为弥补生产成本和维持必要利润

而适时提高照料服务的价格是必然的,但这势必会影响照料服务的市场销售情况。并且,由于只能

用量化的产出衡量照料的经济价值,照料从业者通常无法获得与其所付出精力、时间、素质相匹配的

薪酬(Budig& Misra,2011)。从需求者的角度讲,由于缺乏相应的甄别和信号机制,护工、家政人员

等所能够提供的照料服务质量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识别,从而照料需求者难以评估照料价格的合理

性(Mason&Kuhlthau,1989)。
最后,在质量控制方面。诚如Daly&Lewis(2000)指出的那样,基于金钱所确立的雇佣关系可

能会导致照料过程中“情感”投入的减少,照料不仅仅是对被照料者提供照料服务的过程,还包含了

与被照料者建立关爱、包容、信任等情感联系和道德约束,是一个“爱、思考和行动”的过程。在一定

程度上,照料提供者和被照料者有不同的利益考量,被照料者所得到的照料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照料提供者的“自我激励”和“情感投入”。因而,没有情感投入的照料是机械化、低质量和去

个性的,但现实中对关爱、温情、信任等的监督和控制似乎无法全部做到。并且,被照料者(如儿童、
失能老人)往往不具有完整的消费主权,被照料过程中受到侵害、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照料服务产业的劳动力状况

1.照料从业者的特殊性及高流转率。不同于实物形态的商品生产可借助技术、设备以及标准

化的流程来完成,照料服务的提供完全依赖于照料从业者持续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且具有较强

的特殊性、灵活性。诚如Folbre&Nelson(2000)所言,需要照顾的群体往往在生理、智力、行动等方

面具有不完整性,这就决定了照料从业者的工作时间长、强度高和弹性大的工作特性。比如,照料幼

儿的家政人员往往需要居住在雇主家中并时刻陪伴在孩子身边,由于儿童的照料需求没有8小时工

时以及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明显界限,照料从业者完全处于工作状态以及潜在的工作状态,从而适用

于其他行业的工资确定标准不适用于照料服务行业。这一内生于照料服务本身的矛盾往往会引起

照料从业者工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频繁流动。而照料从业者的频繁流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了这一矛盾:一方面,要求其自身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不同照料需求者的需求和特性;另一方面,将
导致其社会保障权益受损,甚至在就业与失业的间隙中失去《劳动法》的保护。当然,照料劳动者高

频率的流动对照料购买者而言也是不利的,这意味着要重新与其建立起信任和情感联系(Randall&
Williams,2006)。

2.照料技能培训与行业标准。与其他产业一样,资本进入照料服务行业也是为了实现利润最

大化,而受到鲍莫尔“成本病”的根本性制约,照料服务供应商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提升利润空间的

做法似乎行不通。因为在单个照料从业者生产效率稳定的约束下,照料服务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

照料服务质量的下降。Penn(2011)指出,照料行业也存在着劳动者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压低工

资水平以提升获利空间存在着“最低工资水平”的刚性约束。于是,通过减少员工培训投入尽可能节

约成本,成为诸多照料服务供应商提升照料生产利润空间的选择,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照

料劳动者流动频繁的回应。照料服务供应商往往希望其所雇用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抑或是能

够为自己的技能培训买单,但理性的工人在没有获得高工资回报的情况下,宁可不参加技能培训也

不愿意为自己的培训买单,这直接影响和限制了照料服务行业质量水平的提升(Klaveretal,2013)。
鉴于此种情况,欧洲一些国家出台了诸如专业人才认证体系、资格准入以及行业标准等措施,以确保

照料服务的质量。

3.照料劳动者市场发展规划和预期。诚如欧盟社会保障委员会2011年向成员国所提出的倡

议:“拥有一个可以提供健康和社会照料的、有效运转和高质量的系统,对欧盟社会和经济而言至关

重要。”通过开放合作的方式促进各国的照料框架衔接,提高健康照料和长期照料的有效性、可持续

性和响应能力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健康和照料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可视为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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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欧盟经济增速下行背景下的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EuropeanCommission,2011)。沿着这一目标,
欧盟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并在解决照料和健康行业劳动者短缺方面做了重点部署,包括“推动和

促进欧盟内部劳动者流动”“通过正规的雇员培训、激励机制和工作条件来保证充足的人力资源”“构
建照料行业技能联盟”等,以化解未来欧盟照料劳动者短缺的危机。据预测,2010-2020年整个欧

盟将产生近800万个健康照料工作岗位,而到2020年由劳动者供求不匹配所导致的健康照料服务

人员缺口将达到200万。照料劳动者短缺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EuropeanCommission,

2012)。

四、总结和启示

纵观发达国家照料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有就业模式转型、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产业结构变迁

等经济因素的推动,又有家庭功能结构变迁、性别平等、少子老龄化等社会因素的牵引。在当前服务

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引擎的背景下,作为服务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照料经济,在化解

老龄化危机、儿童照料赤字以及“工作—家庭失衡”等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为如何推动全球经

济持续增长提供新的经验和思路。本文尝试对照料经济学研究的演变和最新进展加以梳理,关注照

料活动衍生的主要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在公共经济、产业经济等的前沿进展,并尝试总结已有研究

中的演进逻辑与发展困局。
从研究方法看,照料经济学逐渐向应用性的实证研究发展。现阶段,基于规模宏大的专业性、针

对性的调查数据,如OECD国家家庭数据库(OECDFamilyDatabase)、欧洲健康、老龄化与退休情

况调查(SHARE,SurveyofHealth,AgeingandRetirementinEurope)、时间利用调查数据(TUS,

TimeUseSurvey)等从实证角度开展的研究占据多数。从研究主体和范围上看,照料经济学主要围

绕照料服务提供者、政府和照料市场组织三个主体开展,呈现出与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时间经

济学以及女性经济学研究相融合的趋势。
从研究进路上看,首先,照料经济起源于对家庭(女性)无酬照料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认可,并通过

多样化的方式加以量化确认,这为照料服务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供给奠定了基础。其次,基于大样本

的家庭或个体照料决策形成机理的微观分析,为政府介入照料公共服务供给和照料公共政策优化提

供了参考依据。再次,通过将照料公共政策的内容和具体政策工具嵌入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福利

体制内,形成了对照料公共支出与财政安全、经济发展关系的客观审视。最后,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分

析照料在实现商品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供给过程中的可行性和局限性,以及在“定价机制”“成本控

制”“质量监督”和“劳动力供给”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厘清了照料经济发展中的利弊因素。
从研究结论与发展困局上看,首先,受限于工业化及其所衍生出的工业资本主义逻辑,家庭照料

活动逐渐演变为一种“稀缺性”资源,作为其经济价值的重要回应,照料活动影响着家庭原有的经济

决策与互动。然而,由于照料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性(性别化分工、情感投入、支付意愿难以测

量等),其经济价值难以计算。其次,照料活动的稀缺性、人力资本投资、正外部性(潜在的)等属性成

为政府介入照料活动的理论基础,然而理论界对照料责任政府化的效果存在一定的争议。争议的本

质在于社会福利性质的照料活动是否抑制经济发展,进而引发了缩减社会照料服务开支与“侍从式

主义”“交易式民主”等政治活动的博弈。最后,照料行业所客观存在的生产效率低、质控措施缺失、
劳动者高流转率以及鲍莫尔“成本病”等,成为照料产业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在当前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以及应对人口老龄

化危机、优化生育配套措施、完善家庭功能的社会政策背景下,推动照料经济在我国健康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的经济内涵和社会内涵。以往的研究和各国照料经济发展历程为我国照料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包括:(1)推动家庭无酬照料价值认可,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在借鉴国外无酬照料经济价值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开发适用于我国国情的无酬照料经济测量方法,
推动无酬照料的经济价值在微观与宏观层面的确认。(2)政府应积极介入照料公共服务供给,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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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与降低家庭照料成本。通过提供带薪照料假期、照料公共设施与服务以及照料家庭补贴等多样

化和灵活的政策措施,既可以分担家庭照料成本,又能扩展家庭购买市场照料服务的可行能力。在

此过程中,应明确用人单位的责任并推动形成企业制度安排,严格约束其将上述措施落到实处。(3)
坚持市场主体在照料服务经济繁荣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完善市场准入、法律监管、秩序

规范以及产业优惠措施,为照料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完备的基础规则和政策环境。(4)协调照料

服务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社会政策完善等的关系。通过更加精细化的设计,使照料经济发展

在有效回应社会民生需求的同时,为服务产业的增长及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提升贡献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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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CareEconomics

LIUErpeng ZHANGQilin HANTiankuo
(WuhanUniversity,Wuhan,China)

  Abstract:Familycarehasgraduallyevolvedintoascarceresource.Thepurposeofcareeconomicsistoexplain
howtousescarceresourcetomeetdiversifiedcareneedsandhowtocreate,chooseanddistributenewcareresources.
Careeconomicshasalsobeguntobedevelopedaroundthreeproviders:careproviders,governmentandmarketorgani-
zations,andevolvedintothebehavioraleconomicsofcare,thepubliceconomicsofcareandtheindustrialeconomicsof
care.Themessagesdeliveredbytheevolutionofcareeconomicsisthatcareactivitieshaveimportanteconomicvalues,

andthedecision-makingofcareisadynamicprocessfullofheterogeneity;governmentinvolvementincareactivities
obviouslyhaspositiveexternalities,whichcanberegardedasakindofpotentialhumancapitalandsocialinvestment;

alongwith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marketeconomyandtheflowoffactors,itispossibletoindustrialize
thecareeconomy.Althoughthedevelopmentofcareeconomicsabroadhasbeenconstrainedbyproblemssuchaspri-
cingdifficulties,poorimplementationofpublicpolicies,andBaumolscostdisease,itcanstillprovideimportantrefer-
enceandsuggestionsfortheresearchanddevelopmentofChinascar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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